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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形成型指标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张成虎１，刘　 菊１，∗，苏宏新１，廖南燕２，陈明煜１

１ 南宁师范大学 北部湾环境演变与资源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 广西地表过程与智能模拟重点实验室，南宁　 ５３０００１

２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金花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防城港　 ５３８０２１

摘要：厘清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ＤＩＥＳ）并分析不同因素对农户 ＤＩＥＳ 的影响机理可为协调自然保护区保护与社区发展之

间的关系提供参考和借鉴，对推进乡村振兴，促进自然保护区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以广西防城金花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简

称金花茶保护区）为例，基于 ３２３ 份农户问卷数据，对比距离自然保护区不同位置以及不同生计策略类型的农户 ＤＩＥＳ 差异，使

用 ＳｍａｒｔＰＬＳ ３．０ 构建形成型指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自然资源禀赋、农户家庭特征、地理位置以及自然保护区建立等影响因素直

接或者通过生计策略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对农户 ＤＩＥＳ 的影响机理。 结果表明：（１）金花茶保护区周边农户 ＤＩＥＳ 平均值为０．３２６，

处于较低水平，农户主要依赖于生态系统供给服务，对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依赖较低。 （２）距离自然保护区不同位置和生计策

略类型显著影响农户 ＤＩＥＳ，金花茶保护区内、附近、保护区外农户 ＤＩＥＳ 平均值分别为０．４０４、０．３３０ 和 ０．２９４，保护区内农户 ＤＩＥＳ

平均值显著高于自然保护区外农户；纯农户、兼业户和非农户 ＤＩＥＳ 平均值分别为０．５９３、０．３６６ 和 ０．１５１，三者之间差异显著。

（３）对农户 ＤＩＥＳ 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是生计策略类型、家庭特征、自然资源禀赋和自然保护区建立，总效应分别为－０．５６４、
－０．３０５、０．２３５ 和 ０．１３５，其中家庭特征对农户 ＤＩＥＳ 仅有间接影响，即通过“家庭特征→生计策略→ＤＩＥＳ”这条路径产生，自然资

源禀赋对农户 ＤＩＥＳ 既有直接影响又有间接影响，自然保护区建立对农户 ＤＩＥＳ 仅有直接影响，而地理位置对农户 ＤＩＥＳ 的影响

不显著。 基于此，提出兼业化和非农化生计转变是改善农户生活且降低其 ＤＩＥＳ 的有效途径；调整农户 ＤＩＥＳ 结构，鼓励农户从

高度依赖供给服务转变为供给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组合依赖；或以不损害生态系统的方式获取供给服务，更有利于自然

保护区与社区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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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ｈａｄ ｂｏｔｈ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ｏｎｌｙ ｈａｄ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ＤＩ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ｄ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Ｄ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ｂ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ｎ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ｗａｙ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ＥＳ． 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ＤＩＥ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ｒｏｍ ａ ｈｉｇｈ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ｒ ｔｏ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ｙｓ ｔｈａｔ ｄｏ ｎｏｔ ｈａｒｍ ｔｈ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自然保护区是保护自然资源 ／环境 ／生态系统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产生的生态效应已得到普遍认可［１—２］，
但其产生的社会经济效应仍存在争议，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对其周边农户的生计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农户

的生计策略又影响了自然保护区管理成效。 大多数研究表明自然保护区保护与社区发展之间存在权衡关

系［２］，但也有研究发现通过生态补偿、生态旅游以及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等渠道可以实现双赢的目标［３］。 协

调自然保护区保护与社区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政府与学术界靶向聚焦的关键问题，也是实现自然保护区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环节［４—６］。 自然保护区管制政策与周边农户的自然资源利用行为之间的矛盾是自然保护区保护

与社区发展最常见的冲突类型［５］，因此，厘清农户对自然资源 ／环境 ／生态系统的依赖程度并分析不同因素对

该依赖程度的影响机理，是协调自然保护区保护与社区发展之间关系的核心［７—８］，对推进乡村振兴，促进自然

保护区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如何量化农户对自然资源 ／环境 ／生态系统的依赖程度呢？ 国内外学者已经开展了较多研究，具体方法可

分为以下几种：① 部分学者主要从家庭收入、食物供给和能源消费 ３ 个方面测度农户对自然资源 ／环境 ／生态

系统的依赖程度［９—１１］，即分别计算农户利用自然资源带来的收入（种植业、养殖业、林业和采集业等）占家庭

总收入的比例、家庭食物自给金额占家庭全年食物总支出的比例，以及家庭能源消费中薪柴消费所占的比例。
例如熊鹰等［１１］在湖南省慈利县的研究表明农户在收入来源、食物自给和生活用能 ３ 个方面的自然资源依赖

度分别为 ４８．８％、５４．６％和 ３８．９％。 ② 部分学者通过计算环境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来反映农户对自然资

源 ／环境 ／生态系统的依赖程度［１２—１５］，但各研究中对环境收入的界定存在差异。 ③ 部分学者使用生态系统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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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依赖度（ＤＩＥＳ）量化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１６］，即通过农户从生态系统服务中获得的净收益与农

户从生态系统服务和其他社会经济活动中获得的净收益之和的比值来衡量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
ＤＩＥＳ 为定量研究农户对生态系统的依赖提供了有效方法［１７］，为定量分析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的关系提

供了新途径，已经被应用到乡村振兴视角下［１７］、不同农地整治模式［１８］、易地搬迁［１９］、孟加拉国南部湿地地

区［２０］、湖北省江汉平原和武陵山区［２１］山东长岛海洋保护地［２２］ 等研究中，ＤＩＥＳ 研究逐渐成为地理学、生态学

等学科关注的热点问题。
不同农户的 ＤＩＥＳ 存在差异，主要受到自然资源禀赋、家庭特征、生计策略、地理位置、政策制度（本文中

为自然保护区建立）、区域发展水平和环境变量等多因素影响［７，９—１０，１７，１９］，各类因素对 ＤＩＥＳ 的影响效应并不

一致，分析不同因素对农户 ＤＩＥＳ 的影响机理是理解农户 ＤＩＥＳ 差异的关键。 对于自然保护区而言，周边农户

的生计策略既影响农户生计和福祉水平，又影响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成效和可持续发展，农户依托各种生计活

动来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以维持和提高自身福祉［１６，２３］，其选择的生计策略又决定了自然资源利用方式和对生

态系统的干预强度［２１］，可能会促进生态系统保育，也有可能因过度依赖生态系统服务，造成生态环境严重退

化，从而又严重威胁农户福祉［１０，２４］。 因此，自然保护区农户 ＤＩＥＳ 研究中更需要重点考虑自然保护区建立和

农户生计策略两个方面。 此外，已有研究大多根据具体数据的属性和特征，使用基于 Ｐｒｏｂｉｔ 的比例结果回归

模型［７］、Ｈｅｃｋｍａｎ 古典选择模型［９］、有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回归模型［１０］、多层次模型［１７］、多元线性回归模

型［１９，２２］、Ｔｏｂｉｔ 回归模型［２５］等来实证分析上述多种因素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但总体思路都是

研究直接影响，然而根据可持续生计理论［２６］，不同因素还可能通过影响生计策略间接对农户 ＤＩＥＳ 产生影响

（即存在中介作用），结构方程模型中路径分析可以探讨中介作用，为深入分析不同因素对农户 ＤＩＥＳ 的影响

机理提供方法支撑。 鉴于此，本文以广西防城金花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重点对比距离保护区不同位置

和不同生计策略类型的农户 ＤＩＥＳ 差异，使用 ＳｍａｒｔＰＬＳ ３．０ 构建形成型指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自然资源禀赋、
家庭特征、地理位置和自然保护区建立等影响因素直接或者通过生计策略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对农户 ＤＩＥＳ 的

影响机理，进而提出保护生态和改善农户生计建议，以期为协调自然保护区保护与社区发展关系提供科学依

据和参考。

１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文主要参考农户可持续生计理论［２４］，综合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影响因素已有研究以及研究区实际情

况进行理论分析，认为影响研究区农户 ＤＩＥＳ 的因素主要包括自然资源禀赋、家庭特征、生计策略、地理位置

和自然保护区建立等方面［７，９—１０，１７，１９，２５］，由于研究区仅涉及防城区 ４ 个乡镇，难以体现区域发展水平和环境变

量的差异，故本文暂未讨论这 ２ 方面因素对农户 ＤＩＥＳ 的影响。 本文构建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自然保护区

周边农户 ＤＩＥＳ 的影响机理模型（图 １，受研究思路与数据限制，图中虚线部分旨在补充说明分析框架的完整

性，不作为具体变量纳入分析）：自然保护区周边农户在脆弱性背景中谋生，农户拥有的生计资本状况以及其

他因素决定了其选择合适的生计策略，以实现有利于可持续的生计结果（提升农户福祉和降低农户生态系统

服务依赖度），生计结果又反作用于政策制度和脆弱性背景。 在此理论框架下，本文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深入

探讨不同因素对农户 ＤＩＥＳ 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１．１　 生计策略对农户 ＤＩＥＳ 的影响

生计策略体现了农户根据自身情况所作出的从事不同生计活动的行为策略［２６—２７］，生计活动分为农业活动

（如耕地种植、林地种植和养殖等）和非农活动（如务工、经商、企事业单位工作等）。 根据农户从事的生计活动和

非农收入占家庭生产性总收入（包括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比例为依据［２８—２９］，将农户分为纯农户，兼业户

和非农户 ３ 种生计策略类型。 纯农户主要从事农业活动，其农业收入占家庭生产性总收入 ９０％以上；兼业户农

业活动与非农活动并存，农业收入占家庭生产性总收入 １０％—９０％之间；非农户主要从事非农活动，农业收入占

家庭生产性总收入 １０％以内。 理论上农户从事的非农活动越多，农业收入占家庭生产性总收入的比例越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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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自然保护区周边农户 ＤＩＥＳ 的影响机理模型

Ｆｉｇ．１　 Ｉｍｐａｃ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ＤＩ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ＤＩＥＳ：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减少农户对生态系统的干扰与依赖，其从生态系统中获得收益的机会越低，其 ＤＩＥＳ 也越低［３０］。
１．２　 自然资源禀赋对农户 ＤＩＥＳ 的影响

自然资源禀赋主要包括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林地面积，农户拥有的人均耕地和人均林地等自然资源

数量越多，农户从生态系统中获得供给服务、调节服务的机会越大，预期其对农户 ＤＩＥＳ 具有直接正向影

响［７，１９］。 此外，农户自然资源禀赋越高，越倾向于选择纯农户作为生计策略［２８］，进而对农户 ＤＩＥＳ 产生间接正

向影响。
１．３　 家庭特征对农户 ＤＩＥＳ 的影响

家庭特征主要包括户主年龄、劳动力数量、外出务工比重、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 其中，外出务工比重

和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则表明家庭劳动力质量越好，越有可能从事与生态系统服务无关的非农活动，
预期其对农户 ＤＩＥＳ 具有负向影响；户主年龄越高，劳动能力降低，导致其生计更加依赖生态系统服务，从而提高

农户 ＤＩＥＳ［７，９—１０，１７］；劳动力数量对 ＤＩＥＳ 的影响不确定，主要取决于其选择的生计活动是否与生态系统服务有

关［９］。 综上，家庭特征既直接影响农户 ＤＩＥＳ，又通过生计策略间接影响农户 ＤＩＥＳ，具体影响方向不确定。
１．４　 地理位置对农户 ＤＩＥＳ 的影响

地理位置主要考虑农户家到乡镇的距离，一方面农户家距离乡镇越近，其交通条件越便利，距离市场越

近，为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对农户 ＤＩＥＳ 产生负向影响［１７，１９，２５］；另一方面农户家距离乡镇越

近，能帮助其及时获取外界信息，农产品销售越容易，降低农产品的交易成本，提高其创收能力［３１］，反而增加

其农业生产活动，即增加生态系统供给服务依赖，进而提高农户 ＤＩＥＳ。 综上，地理位置既直接影响农户

ＤＩＥＳ，又通过生计策略间接影响农户 ＤＩＥＳ，具体影响方向不确定。
１．５　 自然保护区建立对农户 ＤＩＥＳ 的影响

自然保护区建立主要考虑距离自然保护区位置和参与自然保护区管理 ２ 方面。 农户距离自然保护区位

置主要分为保护区内、保护区附近、保护区外 ３ 种，如果居住在自然保护区内部和附近，一方面可能由于资源

利用受到相关政策的限制，如禁止开垦，采药，狩猎，禁止在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开展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等

而降低 ＤＩＥＳ，另一方面又因为距离城镇较远，非农活动减少或者因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丰富，可利用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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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供给、调节和文化服务增加而提高 ＤＩＥＳ：农户更容易获取薪材、非木材林产品等环境物品，增加其生态系

统供给服务依赖；农户拥有更多的林地资源，通过参加公益林政策等而提高其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依赖；因为环

境优美，从事农业娱乐和旅游业的可能性增加，获得更多的生态系统文化服务［２５］。 可见，距离自然保护区位

置对农户 ＤＩＥＳ 的影响方向不确定［７］。 参与自然保护区管理主要考虑农户是否参与自然保护区日常管理、技
术培训和社区发展项目等活动，通常认为农户积极参与自然保护区管理，能够提高其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更加

遵守自然保护区相关管理制度，通过发展替代生计，提升其从事非农活动的能力，从而降低其 ＤＩＥＳ［７，９］。 综

上，自然保护区建立既直接影响农户 ＤＩＥＳ，又通过生计策略间接影响农户 ＤＩＥＳ，具体影响方向不确定。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广西防城金花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１０８°０２′０２″—１０８°１２′５２″Ｅ，２１°４３′５２″—２１°４９′３９″Ｎ）位于广西防城港

市防城区境内，总面积为 ９０９８．６０ ｈｍ２。 该保护区社区包括防城区 １ 个县区，那梭、华石、大菉和扶隆 ４ 个乡镇，
涵盖 １４ 个行政村以及小峰经济作物场、华石林场和那梭农场，共涉及 ８４ 个村民小组与 １ 个生产队。 ２０２０ 年，周
边 １４ 个村共有农户 ７８５２ 户，总人口为 ３７１９７ 人，人口密度为 １７１ 人 ／ ｋｍ２，汉族占 ５６．１３％、壮族占 ３６．４５％。

调研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７ 月以及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开展，采用多级分层随机抽样（按照村民小组、农户两级）选取

农户进行入户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户主或其配偶，问卷数据主要为 ２０２０ 年全年实际情况。 问卷内容主要包

括受访对象个体及家庭特征、生计活动及家庭收支情况等，每户问卷访谈完成时间约 １ 小时。 共获得问卷

３３４ 份，对问卷进行查错和校验之后获得有效问卷 ３２３ 份（３２３ 户农户，共涉及 １５５８ 人），问卷有效率为

９６．７１％。 调查样本占周边 １４ 个村总农户数的比例为 ４．１１％，且覆盖了该保护区周边全部村庄，能较好地反映

研究区农户的普遍情况。 经分析汇总可得，受访对象以男性为主（２３４ 人），占总样本的 ７２．４５％，年龄层次主

要分布在 ４０—６０ 岁（１６５ 人），占总样本的 ５１．０８％，学历集中在小学和初中（２５０ 人），占总样本的 ７７．４０％，家
庭年收入多集中在 ２—６ 万元（１４９ 人），占总样本的 ４６．１３％，属于保护区社区农户 １８５ 户（保护区内 ４９ 户，保
护区附近 １３６ 户），占总样本的 ５７．２８％。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模型设定

结构方程模型主要用于分析不能直接观测的潜变量之间的结构或关系，可以对多个因子之间的逻辑关系

进行模拟［３２—３５］，例如本文中的自然资源禀赋、家庭特征、自然保护区建立等，都无法直接用一个变量准确地量

化，需要通过一些可直接观测的变量来间接地测量。 结构方程模型包含测量模型（外部模型）和结构模型（内
部模型），能够同时揭示潜变量和测量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关系。 结构方程模型通常有反映型指标模型与形

成型指标模型两种类型，形成型指标模型判定标准［３６—３７］如下：测量变量体现了潜变量的特征；潜变量会因测

量变量的变化而不同；潜变量的变化不会导致测量变量的变化；测量变量之间不要求相关；减少一个测量变量

可能会改变潜变量的内涵。 如本文中农户自然资源禀赋是由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林地面积等所形成，人均耕

地面积减少会对自然资源禀赋有影响，但是自然资源禀赋降低不见得就是耕地面积减少。 形成型指标模型的

测量变量是作为一个组合，共同决定潜变量的概念内涵［３７］。 参考上述标准，以及已有相关研究案例［３２—３５］，本
文所界定的测量指标与潜变量的关系适用于形成型测量模型。

结构模型可揭示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其公式为：
η ＝ α ＋ Γξ ＋ ζ （１）

式中， η 为内生潜变量，对应本文中的生计策略或农户 ＤＩＥＳ；ξ 为外生潜变量，对应本文中的自然资源禀赋、
家庭特征、地理位置和自然保护区建立。 α 是常数项，Γ 是路径系数，ζ 是残差向量。

测量模型可揭示潜变量与各测量变量之间的关系，具体公式为：
η ＝ Πｙｙ ＋ δ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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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 Πｘｘ ＋ δｘ （３）
式中，ｙ 代表内生潜变量 η 的测量变量，如本文中使用生计策略类型作为生计策略的测量变量； ｘ 代表外生潜

变量 ξ 的测量变量，如本文中使用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林地面积作为农户自然资源禀赋的测量变量；Π 为多

元回归系数矩阵，δ 是回归残差项。
本文使用基于偏最小二乘技术的 ＳｍａｒｔＰＬＳ ３．０ 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参数估计，主要因为形成型指标模

型无法通过基于协方差理论的 ＡＭＯＳ 等软件进行运算，更重要的是形成型指标模型可以直接计算出各测量变

量的权重，避免了主观赋权对各潜变量估算产生的偏差［３２，３４，３８］。 同时，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不要求测量变量

的样本符合正态分布，允许更多的自由度，也更适合于小样本［３３，３５，３８］。
２．２．２　 变量选择

（１）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测算

参考已有研究［１６，１８—１９］，计算 ＤＩＥＳ 总指数和 ３ 项子指数。 ＤＩＥＳ 总指数指农户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净收

益与从生态系统和其他社会经济活动中获得的净收益之和的绝对值的比值；３ 项子指数分别为供给服务依赖

度、调节服务依赖度和文化服务依赖度（为避免重复计算，生态系统支持服务未纳入体系）。 具体计算公式

如下：

ＤＩＥＳｉ ＝
ＥＮＢ ｉ

｜ ∑
３

ｉ ＝ １
ＥＮＢ ｉ ＋ ＳＮＢ ｜

（４）

ＤＩＥＳ ＝ ∑
３

ｉ ＝ １
ＤＩＥＳｉ （５）

式中，ｉ 为生态系统服务种类；ＤＩＥＳｉ为农户对第 ｉ 类生态系统服务依赖的子指数；ＥＮＢ ｉ为农户从第 ｉ 类生态系

统服务中获得的净收益；ＳＮＢ 为农户从其他社会经济系统活动中获得的净收益；ＤＩＥＳ 为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

赖度总指数。 ＤＩＥＳ 总指数和子指数的最大值为 １，在正值区间，其值越高则说明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

程度越高［１６］。
计算 ＤＩＥＳ 需要划分农户家庭净收益的种类，并明确其所属的生态系统服务类型（表 １）。 农户家庭收入

包括现金收入和实物收入（如农户自给自足的粮食、蔬菜、牲畜等），现金收入以实际调查结果为准，实物收入

和避免成本需根据市场价格法进行估算。

表 １　 基于生态系服务类型的农户家庭净收益和避免成本分类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ｎｅｔ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ｖｏｉｄｅｄ ｃｏｓｔｓ ｂｙ ｔｙｐｅ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收入来源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分类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条目
Ｅｎｔｒｉｅｓ

生态系统服务类型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ｙｐｅｓ

经营性收入 种植业收入 水稻、玉米、花生、红薯、甘蔗、木薯、蔬菜、其他作物 供给服务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ｃｏｍｅ 养殖业收入 猪、牛、鱼类、蜜蜂、家禽和蛋类、其他动物 供给服务

林业收入 八角、玉桂、松脂、其他非木材林产品 供给服务

其他农业经营收入 其他农业经营 供给服务

非农经营收入 生态旅游、交通运输、餐饮住宿、其他小本生意 文化服务或不相关

工资性收入 Ｗａｇｅｓ ｉｎｃｏｍｅ — 工资和奖金、本地务工收入、外地务工收入 不相关

财产性收入 土地和房屋租金 土地和房屋租金 文化服务或不相关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ｎｃｏｍｅ 其他财产收入 利息收入、其他出租、征地补偿 不相关

转移性收入 亲友赠送收入 亲友赠送收入 不相关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ｉｎｃｏｍｅ 子女赡养收入 子女赡养收入 不相关

生态补偿收入 农业补贴、生态公益林补贴 调节服务

社会保障收入 养老金、低保、扶贫、其他补贴 不相关

避免成本 Ａｖｏｉｄｅｄ ｃｏｓｔｓ — 薪柴收集 供给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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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影响因素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相关研究成果［７，９—１０，１７，１９，２５］ 和实地调研情况，本文主要从自然资源禀赋、
家庭特征、生计策略、地理位置和自然保护区建立 ５ 方面选取农户 ＤＩＥＳ 的影响因素，其定义与描述性统计见

表 ２。

表 ２　 影响因素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影响因素
Ｆａｃｔｏｒ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赋值说明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平均值
Ｍｅａｎ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自然资源禀赋 人均耕地面积 ／ （ｈｍ２ ／ 人） 人均耕地总面积 ０．０７ ０．１０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人均林地面积 ／ （ｈｍ２ ／ 人） 人均林地总面积 ０．３２ ０．６６

家庭特征 户主年龄 ／ 岁 户主实际年龄 ５７．３０ １２．０６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劳动力数量 １８—６０ 岁且有劳动能力的人数 ２．７３ １．４５

外出务工比重
常年外出务工（ ＞６ 个月）的劳动力人数 ／ 劳
动力数量

０．２３ ０．２９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上、初中、小学和无分别取值 ３、２、１
和 ０；将所有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求和后除以
劳动力人数，其值介于 ０—１ 为 １ 低受教育
水平，其值介于 １—２ 为 ２ 中受教育水平，其
值介于 ２—３ 为 ３ 高受教育水平

１．８５ ０．６７

生计策略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生计策略类型 纯农户取值 １，兼业户取值 ２，非农户取值 ３ ２．２０ ０．８０

地理位置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到镇上的距离 ／ ｋｍ 农户家距所属乡镇的距离 ８．７３ ３．９０

自然保护区建立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距离保护区的位置

农户家及耕地、林地均位于保护区边界内取
２，仅有耕地、林地位于保护区边界内取 １，其
他取 ０

０．７２ ０．７１

参与保护区管理
参与保护区日常管理、技术培训或社区发展
项目等活动取 １，否则取 ０ ０．２６ ０．４４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农户生态系统依赖度分析

３．１．１　 距离自然保护区不同位置农户的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

整体上看，受访农户 ＤＩＥＳ 平均值为 ０．３２６，处于较低水平，并且供给服务依赖度（０．３０４） ＞调节服务依赖

度（０．０１８）＞文化服务依赖度（０．００４），说明受访农户主要依赖于供给服务，对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依赖较低。
受访农户中共有保护区内 ４９ 户，保护区附近 １３６ 户和保护区外 １３８ 户。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距离自然

保护区不同位置显著影响农户 ＤＩＥＳ（图 ２）。 保护区内农户 ＤＩＥＳ 平均值（０．４０４）显著高于保护区外农户

（０．２９４），而保护区附近农户 ＤＩＥＳ 平均值（０．３３０）与保护区内和保护区外农户之间均无显著差异。 从子指数

看，供给服务依赖度呈现出保护区内农户（０．３８９）显著高于保护区附近农户（０．３０１）和保护区外农户（０．２７８）
这种趋势，而调节服务依赖度和文化服务依赖度在三者之间无显著差异（图 ３）。
３．１．２　 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的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

受访农户中共有纯农户 ７９ 户、兼业户 １０２ 户和非农户 １４２ 户。 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的 ＤＩＥＳ 平均值存

在显著差异，ＤＩＥＳ 平均值由大到小顺序为纯农户（０．５９３）＞ 兼业户（０．３６６）＞ 非农户（０．１５１）。 从子指数看，供
给服务依赖度在 ３ 种生计策略中存在显著差异，呈现出纯农户显著高于兼业户，兼业户显著高于非农户的趋

势；调节服务依赖度呈现出纯农户最高，兼业户与非农户之间差异不显著；文化服务依赖度在 ３ 种生计策略中

差异不显著（图 ３）。
３．２　 不同因素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机理分析

３．２．１　 测量模型结果

对于形成型指标测量模型，一般从模型效度（形成型指标权重＞０．２０，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各指标之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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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距离保护区不同位置农户的 ＤＩＥＳ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Ｄ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不同字母表示在 ０．０５ 水平上差异显著

图 ３　 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的 ＤＩＥＳ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Ｄ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ｙｐｅｓ

不同字母表示在 ０．０５ 水平上差异显著

否存在多重共线性以及模型整体拟合优度 ３ 个方面进行评价［３２—３５］。 测量模型的效度检验表 ３ 所示，绝大多

数测量变量对潜变量的权重大于 ０．２０，并且通过显著性，表明所选取的测量变量可以较好地反映潜变量，但自

然资源禀赋中“人均耕地面积”和自然保护区建立中“参与自然保护区管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

因为在本研究区，人均耕地面积总体上偏少（平均值为 ０．０７ ｈｍ２ ／人），并且金花茶保护区内及附近农户人均

耕地面积更少（分别为 ０．０３ ｈｍ２ ／人和 ０．０５ ｈｍ２ ／人），耕地种植不再是研究区农户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主要

起到降低家庭食物支出的作用，使得人均耕地面积在自然资源禀赋中的权重不显著；本文中有 ８５ 户受访农户

参与自然保护区日常管理、技术培训和社区发展项目等活动，总体上看受访农户参与自然保护区管理程度较

低，并且农户从参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到农户行为的改变可能存在滞后等，最终导致该指标在自然保护区建立

中权重不显著。
结果显示各测量变量的方差膨胀系数 ＶＩＦ 值均在 １．３ 以下，表明测量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最

后，使用规范拟合优度指数（ＮＦＩ）评价模型整体拟合优度，结果显示 ＮＦＩ 值为 ０．７７３，达到较好水平，表明模型

较好地反映了各变量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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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测量模型效度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３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潜变量
Ｌａｔ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路径
Ｐａｔｈ

权重及显著性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自然资源禀赋 人均耕地面积→自然资源禀赋 ０．２９８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人均林地面积→自然资源禀赋 ０．９０３∗∗

家庭特征 户主年龄→家庭特征 －０．２７１∗∗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劳动力数量→家庭特征 ０．２４８∗

外出务工比重→家庭特征 ０．８５３∗∗

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家庭特征 ０．２６８∗

生计策略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生计策略类型→生计策略 １．０００∗∗

地理位置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到镇上的距离→地理位置 １．０００∗∗

自然保护区建立 距离自然保护区的位置→自然保护区建立 ０．８８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参与自然保护区管理→自然保护区建立 ０．２６０

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 ＤＩＥＳ ＤＩＥＳ→农户 ＤＩＥＳ １．０００∗∗

　 　 ＤＩＥＳ：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和∗∗分别表示在 ５％和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３．２．２　 结构模型结果

对结构模型的评价主要从内生潜变量决定系数 Ｒ２，路径系数以及路径效果大小 ３ 个方面进行［３２，３５］。 内

生潜变量决定系数 Ｒ２反映了内生潜变量被解释的程度，其值越大，表示被解释程度越高，可分为较差（０．１９）、
中等（０．３３）和较好（０．６７）３ 种类型［３２，３５，３８］。 模型中内生潜变量生计策略的决定系数 Ｒ２为 ０．３１０，接近中等水

平，说明除了自然资源禀赋、家庭特征、地理位置以及自然保护区建立以外，还有其他因素对生计策略产生影

响；模型中，农户 ＤＩＥＳ 的决定系数 Ｒ２为 ０．４１７，达到中等以上水平。
表 ４ 呈现了自然资源禀赋、家庭特征、地理位置以及自然保护区建立通过生计策略对农户 ＤＩＥＳ 产生影响

的路径系数、显著度以及效应量。 效应量（ ｆ２）是反映外生变量和中介变量对内生变量的影响及内生变量间交

互影响的重要指标，其值越大，模型解释能力就越强，可分为很小（０．０２）、适中（０．１５）和较大（０．３５）３ 种类

型［３８］。 从表 ４ 可知，家庭特征对生计策略和生计策略对 ＤＩＥＳ 的效应量达到较大水平，自然资源禀赋对生计

策略、自然资源禀赋对 ＤＩＥＳ 以及自然保护区建立对 ＤＩＥＳ 的效应量处于很小到适中水平，但仍有一定的模型

解释能力，而地理位置对生计策略、自然保护区建立对生计策略、家庭特征对 ＤＩＥＳ 以及地理位置对 ＤＩＥＳ 的

效应量更低，表明模型的解释力度较弱，可能是因为影响生计策略和 ＤＩＥＳ 的因素较多，无法将其全部涵盖，
但结合路径系数和显著度结果看，并不影响对该机理的分析。

从表 ４ 可知，总体上看，生计策略类型对农户 ＤＩＥＳ 的影响程度最大（－０．５６４），农户生计策略不同，其对

当地生态系统的干预方式与干预强度也不同［３９］，使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也存在差异。 图 ３ 显示

纯农户的 ＤＩＥＳ 显著高于兼业户，兼业户的 ＤＩＥＳ 显著高于非农户，这表明随着非农活动的增加，减少了农户

对生态系统的干扰与依赖，有利于降低农户 ＤＩＥＳ，促进生态恢复，与他人研究结果相同［２３，４０］。 通过促进农户

从事兼业、非农化生计活动，既保证农户获取较高的家庭收入，又降低了农户对生态系统的依赖程度，有利于

实现生态保护与生计提升的双重目标［３０］。
家庭特征对农户 ＤＩＥＳ 的影响居于次位（－０．３０５），并且家庭特征对农户 ＤＩＥＳ 的影响全部为中介作用，表

４ 显示直接效应中“家庭特征→ＤＩＥＳ”这条路径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是通过“家庭特征→生计策略→
ＤＩＥＳ”这条中介路径间接对农户 ＤＩＥＳ 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即户主年龄越小、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外出

务工比重越高以及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则农户选择非农生计策略类型的概率越大（直接效应中家庭

特征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系数为 ０．４９８，达到极显著水平），进而降低了农户 ＤＩＥＳ。
自然资源禀赋对农户 ＤＩＥＳ 产生了极显著的正向影响（０．２３５），并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极显著。 农户

５２４７　 １７ 期 　 　 　 张成虎　 等：自然保护区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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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禀赋越好，说明农户家庭人均耕地和林地面积越多，则其接触并利用自然资源的机会就越高，也就越

鼓励农户从生态系统服务中获得更多的供给服务净收益（耕地种植是家庭收入的来源之一，还通过农业自给

自足起到降低家庭食物支出的作用）和调节服务净收益（研究区农户拥有的林地大多划入国家级生态公益

林，可以获得公益林补偿资金，标准为 ２３６．２５ 元 ／ ｈｍ２ ／年），进而对 ＤＩＥＳ 有极显著正向影响。 此外，农户自然

资源禀赋越好，则农户选择纯农型或者兼业型生计策略类型的概率就越大（直接效应中自然资源禀赋对生计

策略的影响系数为－０．１５９，达到极显著水平），进而导致农户 ＤＩＥＳ 越大。
自然保护区建立对农户 ＤＩＥＳ 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０．１３５），并且全部是直接效应，因为表 ４ 显示“自然

保护区建立→生计策略→ＤＩＥＳ”这条中介路径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结合理论分析与研究区实际情况（图
２），农户居住在保护区内，因其交通位置偏远和环境物品丰富等，农户生产生活更依赖仅有的自然资源，增加

其生态系统供给服务依赖，导致农户 ＤＩＥＳ 越高。 本研究区受访农户拥有较多的林地资源（人均林地面积为

０．３２ ｈｍ２ ／人），并且金花茶保护区内及附近农户人均林地面积更多（分别为 ０．３３ ｈｍ２ ／人和 ０．４４ ｈｍ２ ／人），树
种主要是八角、玉桂和松树，防城区是中国三大香料基地之一，香料产业亦是金花茶保护区周边农户增收的支

柱产业和特色产业。 由于保护区内农户更依赖摘取八角、剥玉桂以增加收入（保护区内、附近以及保护区外

农户林业收入平均值分别为 ２３４２８ 元、１１１４４ 元和 ４９６９ 元），同时其农业自给自足程度也较高（种植的蔬菜粮

食自己食用，部分用来养殖，减少了家庭食物开支和饲料开支，养殖产生的农家肥又还田，减少了肥料开支），
其农资成本反而最低，由于 ＤＩＥＳ 的计算使用的是净收益，最终呈现出保护区内农户 ＤＩＥＳ 较高。 本文中仅有

８５ 户受访农户参与自然保护区管理活动，农户从参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到农户行为的改变可能存在滞后等，最
终导致自然保护区建立对农户 ＤＩＥＳ 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表 ４　 不同影响因素对农户 ＤＩＥＳ 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ＤＩＥＳ

效应类型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ｙｐｅｓ

路径
Ｐａｔｈ

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效应量 ｆ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ｉｚｅ

直接效应 自然资源禀赋→生计策略 －０．１５９∗ ０．０３５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家庭特征→生计策略 ０．４９８∗∗ ０．３４６

地理位置→生计策略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３

自然保护区建立→生计策略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１

自然资源禀赋→ＤＩＥＳ ０．１４５∗∗ ０．０３４

家庭特征→ＤＩＥＳ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１

地理位置→ＤＩＥＳ －０．０９９∗∗ ０．０１５

自然保护区建立→ＤＩＥＳ ０．１１７∗ ０．０２１

生计策略→ＤＩＥＳ －０．５６４∗∗ ０．３７６

间接效应 自然资源禀赋→生计策略→ＤＩＥＳ ０．０９０∗∗ —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家庭特征→生计策略→ＤＩＥＳ －０．２８１∗∗ —

地理位置→生计策略→ＤＩＥＳ ０．０２６ —

自然保护区建立→生计策略→ＤＩＥＳ ０．０１８ —

总效应 自然资源禀赋→ＤＩＥＳ ０．２３５∗∗ —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家庭特征→ＤＩＥＳ －０．３０５∗∗ —

地理位置→ＤＩＥＳ －０．０７３ —

自然保护区建立→ＤＩＥＳ ０．１３５∗ —

生计策略→ＤＩＥＳ －０．５６４∗∗ —

　 　 ∗ 和∗∗分别表示在 ５％、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自然资源禀赋对 ＩＤＥＳ 的间接效应是通过“自然资源禀赋→生计策略”和“生计策略→

ＤＩＥＳ”两条路径系数相乘得到的，其他以此类推。 总效应是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之和

最后从表 ４ 可知，尽管直接效应中地理位置对 ＤＩＥＳ 有微弱的负向影响（－０．０９９），但总效应中“地理位置

→ＤＩＥＳ”这条路径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地理位置对 ＤＩＥＳ 的影响不显著，与王蓉等［１０］、刘迪等［１７］的研究

６２４７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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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一致，但也有研究发现到镇上的距离对农户 ＤＩＥＳ 有显著正向影响［１９］。 进一步对比发现，李聪等［１９］在陕

南的研究中，农户到乡镇的距离平均值为 １０３．３０ ｋｍ，王蓉等［１０］在甘南高原的研究中，村庄距县中心距离平均

值为 ４９．４５ ｋｍ，而本文中农户家到乡镇的距离平均值为 ８．７３ ｋｍ，可见，地理位置与农户 ＤＩＥＳ 的关系还需扩大

样本规模进行验证。
本文通过构建形成型指标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自然资源禀赋、家庭特征、地理位置以及自然保护区建立

直接或者通过生计策略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对农户 ＤＩＥＳ 的影响，图 ４ 清晰直观的呈现出不同因素对农户 ＤＩＥＳ
的影响机理，如农户家庭特征对农户 ＤＩＥＳ 的直接效应不显著，是通过影响生计策略这一中介路径，进而影响

农户 ＤＩＥＳ；自然资源禀赋水平每提高 １ 个标准差将直接导致生计策略减少 ０．１５９ 个标准差，生计策略水平每

提高 １ 个标准差将直接推动农户 ＤＩＥＳ 减少 ０．５６４ 个标准差，因此“自然资源禀赋→生计策略→ＤＩＥＳ”此条路

径中，自然资源禀赋通过生计策略影响农户 ＤＩＥＳ 的间接效应为 ０．０９０（由－０．１５９ 乘以－０．５６４ 得到），而自然资

源禀赋水平每提高 １ 个标准差将直接推动农户 ＤＩＥＳ 增加 ０．１４５ 个标准差。 对于如何提高自然资源禀赋水

平，则根据其测量变量的权重大小确定，如人均林地面积的权重为 ０．９０３，即人均林地面积水平每提高 １ 个标

准差将使自然资源禀赋水平增加 ０．９０３ 个标准差，以此类推。

图 ４　 不同因素对农户 ＤＩＥＳ 的影响机理

Ｆｉｇ．４　 Ｉｍｐａｃ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ＤＩＥＳ

４　 讨论

农户 ＤＩＥＳ 衡量的是生态系统服务相对于其他社会经济活动为人类提供利益方面的相对重要性，为了便

于跨时间、空间和不同制度层面的比较，ＤＩＥＳ 使用净收益计算而来，这使不同研究结果之间具有可比性［１５］。
如本文 ２０２０ 年金花茶保护区周边农户 ＤＩＥＳ 值 ０．３２６，低于陕西省米脂县农户 ＤＩＥＳ 值 ０．６７３（调研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１７］，高于 ２０１７ 年湖北农地整治区与未整治区农户 ＤＩＥＳ（其值分别为 ０．１６７ 和 ０．２２６） ［１８］。 段伟等

人［９］研究发现在自然保护区周边那些自然资源 ／环境 ／生态系统服务依赖高的农户由于承受更多的保护成

本，会更不支持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活动。 量化农户 ＤＩＥＳ 有助于更加有效准确地定位最需要帮助的农户，深
入分析不同因素对农户 ＤＩＥＳ 的影响机理，为优化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政策来实现保护（降低农户 ＤＩＥＳ）与社区

发展协调提供了提供依据和参考。 生态系统服务调节服务与文化服务的使用多数是非消费性的，而供给服务

的许多用途大多数是消费性的，可能是不可持续的。 为了减少对生态系统的压力或影响，可以通过减少对生

７２４７　 １７ 期 　 　 　 张成虎　 等：自然保护区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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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服务的总体依赖，或者转变依赖结构，或者以不损害生态系统的方式获取供给服务来实现［１５］，基于此，
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讨论如何协调自然保护区保护与社区发展关系。
４．１　 降低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实现自然保护区有效管理

自然保护区的建设管理离不开社区农户的支持，降低农户 ＤＩＥＳ 是实现自然保护区有效保护的前提和基

础，研究发现农户生计策略类型以及家庭特征对 ＤＩＥＳ 的影响程度较大，并且家庭特征对 ＤＩＥＳ 的影响全部为

中介作用（表 ４、图 ４），因此通过提升农户技能，提高劳动力质量以促进农户兼业化和非农化生计转变［２８］，既
能改善农户生计水平又能降低其 ＤＩＥＳ。 自然保护区相关政策制定时应注重对保护区内及附近农户的非农引

导，通过提供市场信息、开展非农就业技能培训、设立社区发展项目、创造更多非农就业机会（例如金花茶保

护区已经实施的吸纳当地社区农户参与保护事业，从事护林防火、资源保护、营林生产、建设等工作）等综合

手段帮助社区发展经济、改善生活［９，１８］，在这过程中，可优先考虑 ＤＩＥＳ 高的农户。
４．２　 调整生态系统服务依赖结构，助力自然保护区可持续发展

调整生态系统服务依赖结构也是助力自然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从自然保护区管理的角度看，
自然保护区内供给服务的使用经常受限（如禁止开垦，采药，狩猎等），而调节与文化服务的使用多数是非消

费性的，因此可以调整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结构，鼓励从高度依赖供给服务转变为供给、调节和文化服

务组合依赖。 一方面，建议在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的前提下，在保护区外适度培育和发展生态旅游、通过旅游品

牌和网红景点打造（如该自然保护区附近的望洲顶以及冲皇沟网红景点）等方式带动保护区周边生态资源优

势村农户从事旅游相关服务业，提高周边农户文化服务依赖度；另一方面，鼓励保护区周边农户积极参加现有

生态补偿项目，同时借助全国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有针对性逐步设计和开展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项目，
提高周边农户调节服务依赖度。
４．３　 以不损害生态系统的方式获取供给服务收益，减轻自然保护区生态压力

研究发现受访农户主要依赖于供给服务，对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依赖较低（图 ２），自然资源禀赋以及自

然保护区建立对 ＤＩＥＳ 有正向影响（表 ４，图 ４），自然资源禀赋越好，并且居住在自然保护区内，农户 ＤＩＥＳ 越

高。 在短时间内难以降低农户 ＤＩＥＳ 以及调整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结构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改变生态系统

供给服务的获取途径，以不损害生态系统的方式获取供给服务收益，从而降低农户生计对生态环境的压

力［１５］。 自然保护区相关政策应注重推广替代生计：如推广使用沼气、省柴灶以及太阳能等，减少生活用柴给

森林资源造成的破坏；如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合理的生态布局来改变原有粗放的生产方式，合理进行林业

经济的发展，帮助周边农户发展八角、肉桂、马尾松、金花茶、油茶等多种经济林木的种植，发展生态特色产品；
或者在生态系统相对稳定的生态林内进行黄精、牛大力、七叶一枝花、山豆根及鸡骨草等药材的种植，发展

“林药经济” ［４１］，既保障了农户生计水平的提高，也缓解自然保护区生态压力。

５　 结论与展望

厘清农户对生态系统的依赖程度并分析不同因素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机理可为协调自然

保护区保护与社区发展之间关系提供参考和借鉴。 本文以广西防城金花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基于 ３２３
份农户入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形成型指标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自然资源禀赋、家庭特征、地理位置以及自然

保护区建立等影响因素直接或者通过生计策略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对农户 ＤＩＥＳ 的影响机理，得出以下结论：
（１）金花茶保护区周边农户的 ＤＩＥＳ 平均值为 ０．３２６，处于较低水平，并且农户主要依赖于生态系统供给服务，
对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依赖较低。 （２）距离自然保护区不同位置和生计策略类型显著影响农户 ＤＩＥＳ，自然保

护区内农户 ＤＩＥＳ 平均值显著高于自然保护区外农户，而保护区附近农户 ＤＩＥＳ 平均值与保护区内和保护区

外农户之间均无显著差异；纯农户 ＤＩＥＳ 平均值最高，兼业户次之，非农户 ＤＩＥＳ 平均值最低。 （３）各类影响因

素中，生计策略类型对农户 ＤＩＥＳ 的影响程度最大，呈现出极显著负向影响；其次为家庭特征，其对农户 ＤＩＥＳ
有极显著负向影响，并且全部为中介作用，即通过“家庭特征→生计策略→ＤＩＥＳ”这条路径产生；再次为自然

８２４７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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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禀赋，其对农户 ＤＩＥＳ 有极显著正向影响，并且既有直接效应又有间接效应；最后为自然保护区建立，其
对农户 ＤＩＥＳ 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全部为直接效应；地理位置对农户 ＤＩＥＳ 的影响不显著。

自然保护区建立对农户 ＤＩＥＳ 的影响是一个动态过程，目前仅通过静态视角探究农户 ＤＩＥＳ 的差异，未来

可以通过收集时序动态数据，揭示自然保护区建立前后农户 ＤＩＥＳ 的变化；同时，本文未考虑其他生计资本通

过生计策略对农户 ＤＩＥＳ 的影响，在评价农户可持续生计结果时也只考虑农户 ＤＩＥＳ，暂未考虑农户福祉指标，
今后还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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